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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在编撰中国历史时不免涉及分期问题，但很少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讨论。２０世纪以
来，虽然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太多的讨论。从作者收集到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他们比
较关注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即古代、中世纪、近代历史分期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对此，有些学者持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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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关键。在过去的一
百多年里，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上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１９世纪末至

２０世纪初，由传统朝代史编纂模式转向线性进步分段论，近代西方的历史三分理论逐渐为中国
学术界所接受。其中，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和实践对转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西方的分期理论为基础，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主要线索，出现了不同的分期理论和实践，也有
批判性的反思。第二次转型发端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到５０年代末正式完
成。在这次向马克思主义史观转变的过程中，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分期依据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最
终确立，其中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五种生产方式分期体系的
确立，研究的重点也由分期理论选择之争转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如何分期的讨论。历史分期的转
型切合了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学科建设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提供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的经验。

　　［关键词］　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学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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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历史分期问题
曾占据突出地位。１９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的分
期逐渐成为知识界讨论的重点问题。对近代中国
而言，历史分期不仅关乎学科建设，更重要的在于
服务现实。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亡图强

道路的一种体现，希望从中寻找规律，鉴往知来。

在强烈现实需求驱动下，中国史学界在过去一个多
世纪里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并有许多重

要成果问世①。虽然目前这个问题不再是热点，中

国历史的分期也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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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分期的研究还在进行中。随着当前社会和
历史学科的不断发展，这个任务显得更加紧迫。
中国历史分期理论的创新自然要植根于对具

体历史的深入研究，不过，对历史分期研究的学术
史进行梳理，也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史学界对中国
历史分期的研究，仍侧重于对分期的具体看法或建
议，即如何分期，学术史角度系统梳理分期历史的
较少。讨论分期历史的论著，大都以某个时期为
主，尚无全面讨论，其中古史分期问题是主要内
容①。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
题研究的历程如何，其特点又如何？对这些问题进
行研究，不但可以理清近现代中国历史学运动的轨
迹，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而且可以加深对近
现代中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本文就尝试对上述
问题做初步探讨，挂一漏万，请方家指正。

一、第一次转型：近代西方三分法
基础上的分期理论与实践

近代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第一次大变化出现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而近代
的重要部分。在这次大变化中，中国传统史学的一
些观念被抛弃，西方历史分期理论，尤其是古代－
中古－近代②三分法成为分期的基础。以此为蓝
本，中国史学界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分期。
中国虽然在历史编纂上有悠久的传统，但并没

形成西方近代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也没有发展出
以此为基础的三分法。中国传统上大多以朝代兴
衰和更替为单位划分历史。严格说来，这只能是一
种历史编纂的习惯，除朝代更替、治权变换外，没有
其他意义，距真正的历史分期似乎还有一定距离。

这个特点加上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成为西方学界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主要依据。这种看法在一定程
度上抓住了中国历史及中国人认识历史的特点，不
无道理。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上没有
类似的观念或萌芽。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的
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朴素的线性进步史观，如《韩
非子·五蠹》中关于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
的论断。不过，即便确如所论，韩非子在这方面恐
怕也是后继无人。公羊学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
世、太平世倒是带有一定进步的色彩，但也没有成
为主流，汉代以后影响就很小了。清中期以后，公
羊学有所复兴，三世说也重新出现，甚至一度被康
有为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但终究没有成为主
流。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也就没有影响了。三世
说虽然以进步的眼光看待历史，但与近代西方的进
步史观毕竟不是一回事③。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上
虽然没有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那种史观，但并非没
有类似的术语。自先秦至清末，上古、中古、近古之
类的术语在典籍中并非生僻词，且常常连用，出现
在与医学、技术、绘画、语言、道德等有关的著作中，

用来描述这些领域的变化甚至作为分期的依据。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８４７）在讨论书法和画
的价格时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
上古……以晋宋为中古……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
周为下古……〔后周〕隋及唐为近代。”元代盛熙明
（１４世纪）的《图画考》卷六名谱采用上古、中古、近
古的分类法，其中上古从伏羲到蜀汉，中古从晋到
唐末，宋代为近古。当然，这些术语的说法不尽相
同，有“上古、中古、下古”，有“上古、中古、近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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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史有所检讨，如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一九二九—一九七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李祖德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载朱绍侯主
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５３－４８９页），朱绍侯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
国史研究》（《史学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张广志的《中国古史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等。这些研究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
何时结束，封建社会何时开始，重点在如何分。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其他分期法。关于民国时期历史教材的分期问
题也有所研究。参见刘超：《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
心》，《人文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冯天瑜曾经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有简单涉及，但其重点在“封建社会”部
分，意在反驳将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观点。冯天瑜：《“封建”考论》，第２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７－３５５页。

英文的‘ｍｏｄｅｒｎ’一词一般兼具“近代”和“现代”之意，汉语一般译为“近代”。

有论者据此认为线性进步史观萌发于晚清社会内部。Ｌｕｋｅ　Ｓ．Ｋ．Ｋｗｏｎｇ，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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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古、中古、近世”，更有“上古、中古、近代”等。
所涵盖的时间段也并不固定，因时代或划分者而
异，并不像西方的三分法那样相对固定。值得注意
的是，这种思路却没有被史学家们所吸收，更没有
成为正史分期的依据。
从本质上说，中国学术界新的历史分期法是借

用了近代西方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分法，这是没
有太大疑问的。不过，却并非直接来自西方，而是
从日本引介过来的。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
分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西方学者在这之前就
有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历史的先例，如德国传教士
郭实腊（１８０３－１８５１）在１９世纪上半期就采取了西
方的历史分期法来编纂中国的历史，后来的一些传
教士也沿用了这个思路。有论者在讨论中国古代
史的分期等问题时指出，西方的这种分法具有重要
的意义，预示着改变①。笔者认为，虽然有一些先
例和实践，但它们对中国历史分期产生的实际影响
很小，不应该夸大。一方面，从现存的传教士撰写
的中国历史著作来看，采用西方的三分法的并不多
见，只是个案。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大都是用外文
撰写的，读者是外国人，中国读者因语言的障碍，读
到的可能性非常少。此外，戊戌变法前中国翻译的
西文著作中，历史类著作极少，中国史译著更是没
有，中国读者通过这个途径了解西方历史分期理论
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说，西方人用西方的三分法撰
写的中国历史对于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分期观念的

改变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相比之下，日本则是中国历史分期研究转型的

直接来源。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知识界掀起
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高潮。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
由东亚弱邦一跃成为强国，打败了中国，而明治维
新被普遍视为其成功的关键。这样，日本迅速成为
中国效法学习的对象，学习的内容也由技术转向政
治、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了学习日本，朝
野上下纷纷到日本考察。当时中国的各界人士认
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与它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密不
可分，其中教育领域里最为明显。日本全面引进了

西方的教育体制、理念、管理模式、教法、教材等，彻
底改造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同时还派大批学生留学
欧美。在众多的舶来品中，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史学
编撰模式成为历史学效法的对象，西方的历史三分
法也为日本史学界所熟悉和仿效，上世（古）、中世
（古）、近世等术语就是当时的日译。西方的历史分
期法不但被用来解释西方的历史，还被作为日本乃
至亚洲历史的分期依据，成为撰写历史的通则。１９
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
历史时，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模式，其中的代表人
物主要有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市村瓒次郎、泷川资
言（龟太郎）等，他们所著的中国史（《支那史》或《东
洋史》）也采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如那珂通世
的《支那通史》（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假分古今为三大纪：

自唐虞三代至六国并于秦，二千余年，是为上世。

自秦历汉唐至宋金之衰，千四百余年，是为中世。

自元初历明至今，六百八十年，是为近世。中世近
世，又各因其三代，分为三纪，每纪以一卷充之，以
叙历代治乱分合之概略”②。桑原骘藏的《中等东
洋史》（１８９８，中译《东洋史要》）将中国历史分为上
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其中上古为“汉族充
腓时代。谓从太古至秦一统之间”；中古为“汉族全
盛时代。为从秦一统至唐亡，凡千百年间，汉族养
精蓄锐于前稘中，至秦汉时代，恢恢乎攘外而有余。

虽五胡十六国之际，裔稍乘夏。及隋唐兴复又开辟
空前之大版图。故虽谓此时为汉族全盛时代，亦无
不可”；近古为“蒙古族极盛时代。专指五代至明
末，凡七百年间。丁此期，汉族之气焰全熸，塞外诸
族更迭得势……蒙古族起而建元朝，统一东亚……

余威远及欧洲大陆”；近世为“欧人东渐时代。由国
初迄今，凡三百年间，可谓欧人东渐时代”③。市村
瓒次郎在《支那史》中并没有讨论分期问题，但以制
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列目的编写思路对
中国史学界的中国史编纂影响很大。他的《支那史
要》按照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今代史的
分目编纂，其中古代史断限为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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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云：《中国历史分期的观念问题》，《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
５１页；《从历史发展的分期宏观汉代历史文明和汉文化传统》，《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２－６８页。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东京：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明治２１－２３年（１８８８－１８９０）版，卷一，总论。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金为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版（１９０９初版），第９－１０页。



国时，政治制度为封建；上世史为自秦并吞六国至
隋统一南北时，变封建为郡县；中世史为自隋之统
一南北至宋之灭亡时，强化中央集权；近世史自元
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封建；今代史自道光以后，鸦
片战争。① 这些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很大，大都被作
为大中学教材，也为中国学界的引进奠定了基础。
维新运动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师法日

本，曾经大力提倡学习日文，并推荐日本书目，前者
有《日本书目志》，后者则有《东籍月旦》（１８９９）。在
这些书目中，历史类图书占据了重要地位。梁启超
认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无论欲治何
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礙，伥伥然不知所云
何”②。从《东籍月旦》中所列书目来看，梁启超对
当时日本的西洋史、世界史、东洋史、中国史、日本
史著作都有相当的了解，不但详举其优劣，了解了
西方和日本的史学研究成果，而且熟悉他们关于包
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分期的情况。“泰西史家，率
分全史为上古中古近世最近世四个时代”，并按照
这个分期标准列举了相关著作。他所列举的日本
学者所著关于中国史（含东洋史）通史类的著作主
要有八种，其中重点推荐的就有桑原骘藏的《中等
东洋史》、市村瓒次郎、泷川资言的《支那史》以及那
珂通世的《支那通史》③。

２０世纪初，随着全面效法日本的教育改革的
推进，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历史分期随史学一起正式
引入中国，成为撰写新体中国历史的模板，从而开
始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由于新式教育甫立，没
有现成的教材，直接引进就成了必然选择。不但教
材要引进，甚至教员也要引进。为此，众多的日本
教员在中国的教育机构工作，担任包括中国历史在

内的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一度成为晚清教育
界的一道风景。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或教材
被翻译成汉语，有些甚至有几种译本，成为中学历
史教材。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史学
界逐渐熟悉了与传统不同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
等概念，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的历史分期理论。在
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建设中，这些概念
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中国史学界自觉使用的术
语。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４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的主持
下，清政府先后制定了新的学制改革方案（壬寅、癸
卯学制），颁布各级学校章程，在历史学科的课程标
准中开始出现上世、中世、近世等概念，按照三分的
思路编写大纲④。这种观念在随后编写的教材中
充分体现出来，除了个别教材外，基本都按照这样
的思路操作。清政府教育改革文件的制定和起草
者大都到过日本，其中主导者吴汝纶曾经三次受张
百熙之命到日本考察教育；章程主要的起草者陈毅
也曾经受张之洞之命跟随罗振玉到日本考察教育。
王国维曾经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沔
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⑤。陈毅还翻译
了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据《支那史》在１８９２－
１８９４年缩编而成），自然熟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
体现在章程中，也是自然而然的。
日本中国历史研究理论的输入为当时的新式

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史学提供了有力武

器，也为他们探讨新的历史分期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的代表当属梁启超。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就
表达了对中国当时史学研究状况的不满，指出：“中
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
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

１１１刘林海　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陈毅译，上海：广昌书局，１９０２年版。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册，文集之四，第９０页（他在这里还批判了西
方将西洋史当世界史的欧洲中心论）。

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被视为对新体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但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来说，那珂通世的
《支那通史》的理论意义更大。一是这本书出版的最早（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并且是用中文写成的，１８９９年由罗振玉主持
的东文学社重刻，在中国的反响极大，被定为教材。而其他几种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中译本都出现在１９００年
后。二是这本著作采用了上世、中世、近世、今代的分期法，也早于其他著作。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１８８９－
１８９２）及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１８８９）较晚。

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１９０２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课程教法部分中外史学中，开始用上世、中世、近世，侧重于外国史。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页。



之略而不具”①。１９０１年，他发表了《中国史叙
论》，对中国历史的编写与研究提出了设想。他在
谈到历史分期时指出：“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
主，不见有国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
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虽然，时代与时代，相续
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
终始因果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
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故史家唯以
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各
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虽曰武断，亦不得
已也”②。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
上世史。自黄帝以讫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
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第二
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
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
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
主专制政体之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
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
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
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
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③。
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是中国学者弃旧向

新的首创，其意义及影响自然不容小觑。不过，他
虽然提出了撰写中国历史的设想，也在《新史学》、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
述，但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践，没有编出一本中国
史。真正首次付诸实践的是他的好友夏曾佑。

１９０３年，夏曾佑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
为《中国古代史》），分期勾画了中国历史。“中国之
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若
再区分之，求与世运密合，则上古之世，可分为二
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由周中叶至战

国为化成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中古
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
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
期……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五季、宋、元、明为
退化之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
此中国历史之大略也”④。作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
本新体中国史，夏曾佑的著作受到好评⑤，很快成
为晚清乃至民国初期代表性中学教科书之一，在中
国历史编纂及分期方面对后来影响很大⑥。
民国初期，历史分期基本沿用了清末的体系和

标准。１９１３年发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首次在教
学内容上按照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对中国
史进行分期⑦。从分期角度说，这份文件对整个民
国时期中国史课程标准的制定具有示范意义，成为
教材编写及课程设置的范本。从１９２２年开始，民
国政府进行教育调整，对小学、中学、师范等课程进
行全面改革，并先后在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８年颁布了多种课程
大纲。为了制定大纲，民国政府大学院还在１９２８
年专门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⑧。在
这些课程标准中，１９２３年的不分中国史与外国史，
并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至当时止）进行分期。
其他标准将中国史和外国史分列，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２
年、１９３６年的中国史采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
分法，与外国史一致。其中上古史自太古至公元前

３世纪秦统一，中古自秦统一至１６世纪初的明季，
近世史自明季至２０世纪初的清季，１９０５年以后为
现代史。１９４０年以后的课标则采取五分法，即上
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而外国史仍然采用四分
法，没有近古。其中上古自远古到秦统一，中古自
秦至宋统一，宋元明为近古，清代为近代，中华民国
为现代。就大学而言，并没有设置固定的标准和教
材，在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上也基本按照此类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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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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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东籍月旦》，第９９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册，文集之六，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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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１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４年版，第６－７页。

梁启超：《亡友夏穂卿先生》，《东方杂志》，第２１卷第９号（１９２４）。

关于夏曾佑及其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些研究。参看：陈其泰：《夏曾佑对通史撰述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李红岩：《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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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思路大体相同，有些中高级中学教材同时也
是大学教材。这一点从民国时期大学历史课程的
设置上可见一斑①。
总体而言，以三分法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分期法

作为主导性分期法，在整个民国时期并无根本变
化，仍是在晚清借用日本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不
过，也有所调整。一是由四分到五分，加上了一个
近古，这种分法基本与１９１３年的大纲一致。一是
各段的时期有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宋
元明历史的处理，四分法把它们归入中古史，而五
分法则算到了近古。相对四分法而言，五分法中的
“近古”不但在概念上不好把握，而且在性质上也不
好界定。除了分法的调整外，这个时期在理论的来
源上也有所变化。经过了晚清及民国初期学习日
本的热潮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的
榜样逐渐转向了欧美，留学欧美成为热潮。许多留
学生在欧美接受高等教育，有机会直接接受欧美关
于历史分期的理论。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历史教育
领域的重要力量，是历史课程标准制定的主力，对
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参与
标准制定工作的人主要有顾颉刚、胡适、陈衡哲、常
乃德、何炳松、雷海宗、陈训慈、徐则陵、郑鹤声②

等，这些人或者留学欧美，或者受教于欧美留学回
国者门下，熟悉欧美史学理论。作为早期几个课标
主要起草者的陈训慈③，虽然没有留学的背景，但
其求学的南京高师有很多欧美留学回国的教授，他
本人也发表了不少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文章。以
他为主创的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成为当时中国历

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其成员则是课程标准起草
委员会的主力。这些人有师生、同学、同仁之谊。
徐则陵为南京高师的教授，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
学硕士，对陈训慈史观的影响很大；沿用上古、中
古、近世分期法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柳诒徵也是陈

训慈推崇的老师之一；郑鹤声与陈训慈为同班同
学，他们对于当时流行的鲁滨逊的《新史学》非常推
崇；《新史学》的译者何炳松与陈训慈既是师生，又
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关系非常密切。从分期
角度来说，由于这些人大都受当时的科学进化论史
观、文化史观或新史学的影响，强调历史发展的因
果关系和连续性，反对人为割裂历史，虽也对历史
进行分期，但基本不强调分期的意义。
应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应用西方的历史分期

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成绩还是很大的。它不
但为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还确立
了新体中国历史教材编纂的宏观框架，出现了一批
多样化的教材④。当然，这种流行的模式也存在一
些问题，遭到了批判甚至质疑。
早在１９１８年，傅斯年就对机械照搬日本理论

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指出，国内当时的分期多据日
本人桑原騭藏的《东洋史要》的分法，而桑原的分期
标准前后不一，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不
等同于东洋的历史。“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
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
在桑原也。”⑤为此，傅斯年提出，中国的历史应该
按照汉族升降为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上世（第一中
国），到陈亡（祯明三年）；中世（第二中国），隋朝至
南宋灭亡（祥兴二年）；近世，祥兴二年至清宣统三
年；现世，民国建元以来。每世再分若干支期。他
认为，“上世一系之中，所有朝代，但有相传，而无相
灭；中世一系中，亦但有相传，而无相灭；近世一系
之中，但有相灭，而无相传”⑥。
在课程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这种历史分期法也

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梁启超虽然曾经用三分法
勾画了中国历史阶段，但似乎也对这种做法不满
意。１９２２年，他在教材改革的议案中说道：“历史
本为整个的，强分时代———如西洋旧史之分上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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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良：《经世一书生———陈训慈传》，杭州：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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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１９３２年第５期。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１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０
页。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第３４－３５页。



世近世等，已属无理。若如中国旧史以一姓兴亡断
代为书，则无礼更甚。今将全史纵断为六部（１）年
代，（２）地理，（３）民族，（４）政治，（５）社会及经济，
（６）文化。虽谓六部专门史亦可。但于各门皆为极
简单之叙述，且相互间有严密之组织。则合之称一
普通史耳”①。陆惟昭指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之
分，无非为：（１）便利作者，（２）便利读者而设……乃
真是假定之期限，初无清楚之界线，可以划分。昧
者不察，从历史分期以后，讲上古自上古，讲中古自
中古；上古讲完，不问中古，中古讲完，不问近古；以
为此方是简截的叙述，分析的作品；为一部古今连
续之历史，从头至尾，一刀二段，变为上古中古近古
近世四段平列式之事实，岂不荒谬？……诚每见大
书上古期概论，中古期概论，洋洋洒洒，畅乎言之，
而对于上古末叶，蜕化至中古期初叶之种种关系，
反一句不及，使历史上连续的活动，变成‘竹节式’
发达，是断断不是古代人类活动之真相”②。李则
纲也指出，无论四分法、五分法，还是以某种特征为
标准的分法，都有问题，带来教和学的疑惑。如：同
一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史家分期中可能不同；这些术
语是否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民族及不同的国家；上
古、中古、近古的“古”涵义不清等③。
雷海宗虽然也参与过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但

显然对通常的分期法不满意。与大多数学者不同
的是，他特别强调历史分期的意义，反对把历史分
期视为不得已或者方便教学的做法。他认为：“历
史就是变化，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瞭变化的情形。
若不分期，就无从说明变化的真相……以往的分期
方法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只粗枝大叶的分为上
古，中古，近代就算了事。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也依
样葫芦。比较诚恳一点的人再细分一下，定出上
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现代一类的分期法，就
以为是独具匠心了。这种笼统的分法比不分期也
强不了许多，对于变化的认清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他批判用西洋历史分类法作为中国历史分期标准

的做法，“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

极难说得圆满。”雷海宗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
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
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以称为古
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
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
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很大的
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
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
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
以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
要的地位。”中国历史的两个周中，第一周分为五个
时代：封建时代 （１３００ＢＣ－７７１ＢＣ），春秋时代
（７７０ＢＣ－４７３ＢＣ），战国时代（４７３ＢＣ－２２１ＢＣ），帝
国时代（２２１ＢＣ－８８ＡＤ），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
落时代（８９－３８３）。这几个阶段是各文明发展的一
般模式。中国的第二周是一个特例，因为世界上没
有其他文化有过第二次生命。它虽然在政治上乏
善可陈，但在文化上是有发展的④。雷海宗的分期
独具特色，是与官方标准不同的典型代表。

周谷城也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提出历史完形
论，将历史视为客观存在的人类过去之活动，具有
完整性。他将中国历史分为遊徙部族定居时代（公
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前，中国民族初步形
成）、私有田志生成时代（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

７７０ＢＣ－９ＡＤ，社会关系发生剧变）、封建势力结晶
时代（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９－９６０，由内乱到种族
战争）、封建势力持续时代（北宋初至鸦片战争，

９６０－１８４０，种族战争愈演愈烈）、资本主义萌芽时
代（鸦片战争以后，１８４０－，工国农国相摩相荡）⑤。

虽然很多学者在将西方的分期理论应用于中

国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调整，但总体上还存
在机械模仿的特点。部分学者甚至不加分析，完全
按照西方理论套中国史。如赵玉森、付运森的《本国
史》将晋划为上古史下限，中古史从南北朝至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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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学国史改造案并目录》，《史地学报》，第２卷（１９２２）第１号，第５０页。

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１卷（１９２２）第３号。

李则纲：《历史教本划分时代之检讨》，《教与学》，第１卷（１９３５）第４期。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社会科学》，第２０卷（１９３７）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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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近代史，民国为现代史①。在１９２６年版的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中则完全用西方分期来套中国
历史。在列举西方学者的五分法，即上古（－４７６）、
中古（－１４９２）、近古（－１８１５，拿破仑帝国灭亡）、近
世（－１８７１，普法战争）、现代（１８７１－）之后，作者说：
“本书把中国几千年史事，也依著西史分期。凡书中
有上古、中古等名称，就是上面所注的年分了”②。

二、第二次转型：马克思主义分期法的确立

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第二次转型

是由近代西方的三分法向马克思主义分期法的过

渡。这次转型发端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的中国社
会史论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正式完成。
这次转型也是与当时中国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那就是由效法日本向学习苏联的转变。清末以日
本为榜样的实践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积贫积弱的
境况仍旧。一方面，中国受列强欺凌的局面没有任
何改观；另一方面，清末以来的改良实践以失败告
终。随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没有为中国带来和平，
政治矛盾和冲突仍然不断，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仍然是知识界探讨的重要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俄
国式的革命道路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十月
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使部分知识分子坚信这是中

国摆脱困境的惟一选择，因为俄国和中国的情况非
常相似，属落后国家。俄国在落后国家革命成功的
经验也成为中国效法的对象，而其成功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指引中国实现目标的指南。应
该指出的是，虽然俄国革命的胜利给中国输入马克
思主义提供了动力，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却是从日本
开始引进的，而且早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就开始
了，１９２０年前一直是主渠道③。明治维新以后，日
本已经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知识界也是
在留日的大潮中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中

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曾留学日本。五四运
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宣传，逐渐成为一
股政治思潮。随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和与
共产国际关系的密切，苏联才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中
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主渠道。

虽然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是与西方的历史三分

理论一起进入中国的，但将它应用于中国历史却很
晚，直到１９２８年才开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
代表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
涉及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但并没有应用
于中国史研究，只是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
想变动的原因》中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
稍有涉及④。可以说，在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失败之
前，学术界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到
中国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和实践。大革命的
失败、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史大论
战，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讨论，也拉开了中国历
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序幕。社会史论战以中国
的现状及未来为出发点，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从过往
的历史中寻找规律，看看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虽然论战的参与者的主张不尽相同，但经济和社会
是共同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各派都无法避
开的重要理论。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知识
界更加广为人知，奠定了其发展基础，也为中国历
史研究由政治、民族、文化向经济、社会的转变提供
了契机，为深入探讨历史分期提供了坚实平台。限
于篇幅，本文只就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关著述进
行分析，新生命派、托派等有关讨论从略。

在众多的参与者中，郭沫若的研究具有奠基性
作用。他在１９２８年发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
展阶段》（后改为《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的阶段》）等
论文，后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至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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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将理论实践化①。郭沫若自觉运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进行研究，并提出了
自己的分类标准。他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家庭私
有制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其直接发端则源自朱
镜我的《中国社会底研究》。
郭沫若在《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开

始就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是由生产工具决定的。人类
社会最初是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原始社会），随生产
工具的进步，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
决定这三个阶段革命的工具分别是铜器、铁器和蒸
汽机。郭沫若根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分为４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原始共产制，在西周以前，社会形态为无
阶级的氏族社会。（“中国的历史是在商代才开幕，
商代的业产是以畜牧为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
原始共产制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奴隶制，也就是西
周，历史进入阶级社会阶段，阶级关系上是贵族（王
族、百姓）与臣仆（庶民也就是奴隶）的对立。“中国
的社会在西周的时候，刚好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
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国家”。第三阶段封建制，春
秋以后，是地主与农夫的对立。（周室东迁以后，中
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第四个
阶段是资本制，为近百年（清末）来的社会形态，主
要是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或者说是资本家与无产

者的对立。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封建制、资
本制的三次社会革命，与三次文化革命相对应（分

别是诗书易诸书、诸子百家、科学输入）。虽然他的
理论并没有像后来的五种形态理论那样严格，在具
体表述上也不无瑕疵，但已经间接涉及到未来社会
的发展方向，即最终进入无产者克服资本家的阶
级，建立起“无阶级的一个共同组织”，而这个阶段
出现的生产工具标志则是电气②。
郭沫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在学

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直接推动了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并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
些分期方面的探讨。
吕振羽借助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要经过

的几种形态理论，并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及近代
欧洲的历史进行比较，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
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殷商）、封建制（西周———鸦
片战争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制（鸦片战争以后）
几个阶段③。１９３６年，时在苏联的吴玉章也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提
出“只有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来研究中国历史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与方法”④。
他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也就是上古（太古至秦统
一）、中古（秦统一至宋统一）、近古（宋统一到鸦片
战争）、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四为界，分旧民主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期）⑤。尽管他在书中已经对
各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形态进行了理论的分析，但还
没有体现在分期中，仍用了当时常见的分法。不
过，后来他在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
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范文澜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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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是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无疑与当时国内的社会史
论战有关系。他是否也受到日本史学界的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中国留学生最早也是从日
本学者那里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郭沫若本人就说他是通过阅读河上肇的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但目前来
看，似乎可能性不大。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学界利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始于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这个问题并非由研究中国史的主流学者提出的，而是由主流之外的学者从专题史的角度发展起来
的。分别参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８０页；滨口重国：《中国史上古代社会问题
札记》，载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

９１－１２１页；西嵨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特质的问题之所在》，载刘俊文主编、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译：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２卷（专论），第１２－４７页。

杜顽庶（郭沫若）：《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思想月刊》，１９２８年第４期。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５５页；他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
段》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见《文史》创刊号（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５号，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选编：《吕振羽
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２－１３３页）。他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１９４９）里面也专门谈到
了中国社会史的分期问题。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华中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发行，第１２页。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第７３－７４页。



关注中国历史的分期。他在１９４０年到达延安，开
始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历史，并受命编纂中国历
史读本，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他在谈到
中国历史的分期时说：“人类历史的发展，绝无例外
的要经过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
主义制度，而后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①。
蔡尚思在１９３７年著文专门讨论中国历史分期

问题，提出将中国历史分成上期（西周———秦）、中
期（秦———清末）、下期（清末———民国）。他分期的
主要依据是社会经济，同时附以文化、民族和地
理②。后来他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新法》中专门讨
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评述各家分期理论的同
时，重点对唯物史观角度的经济形态分期作了剖
析，完善了自己的分期理论。他在保留原来分法的
基础上，从史料角度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唐虞夏
以前为原始共产社会时代）、部分可考（商为奴隶社
会时代）、正式有史（周以后）三个时代，将原来的三
期纳入正式有史时代。按照他的以经济基础为分
期主要依据的认识，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共产
社会（夏以前）、奴隶社会（商）、原始封建社会（上
期）、转变的封建社会（中期）和半殖民地或半封建
社会（下期）几个阶段③。蔡尚思在分期问题上融
合了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与新兴的马克思主义。
他曾经师从梁启超，对他的三个中国说的分期法很
认可，也继承了以民族和文化作为分期标准的传
统，基本没有脱离日本的思路。３０年代以后，他转
向马克思主义，又把分期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不
过，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传统，而是将二者融
合在一起，把经济放在首位，以社会形态为主要指
标，辅之以政治和文化，形成颇具特色的分期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具体的断限上不完全

一致，尤其是在商代、西周的社会性质上分歧较大，
但总体而言，在大的阶段划分和论证的思路上都是
一致的，都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
在具体的论证上，都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入
手，强调生产工具（包括土地占有）、生产技术、经济
活动、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虽然源于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却并非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
的原典，更多的是从苏联引入的。从他们著作中所
引的文献来看，除了郭沫若是直接在阅读马克思、

恩格斯原典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外，其他人更多的通
过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了解了
唯物史观。在历史分期方面，苏联的《联共布党史》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吴玉章的绪论是在《联共布党
史》的指导下写成的，范文澜讨论分期问题的主要
理论依据也是《联共布党史》④。以《联共布党史》

为理论参考讨论中国历史，这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家中是普遍现象。这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分
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家根
据社会发展形态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尝试在学

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过，受当时环境的制
约，这种新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相关教材
也主要在边区的一些地方使用。虽然如此，这些尝
试还是为历史分期的新转型奠定了基础。新中国
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展开，史学领域
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１９５６年，教育部颁布中小
学历史教学大纲，按照五种生产形态理论划分中国
历史。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分期法
成为唯一的标准。至此，中国历史分期的第二次转
型彻底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
历史分期的讨论进一步高涨，成为新中国史学最重
要的问题之一。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研
究最活跃的时段，出现了“五朵金花”，也有关于封
建社会的“三论五说”等，这些都与分期问题有直接
或间接的关系。就分期而言，应该说只有量上改
变，而无质的飞跃。不过，仍有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原来多样化的分期尝试逐渐消失，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分期法成为定则。１９５６年之
前，原先的格局基本延续，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期和
马克思主义的分期并存，在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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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１卷（１９４０）第３期（主要就郭沫若和吴玉章的观点进行分析）。

蔡尚思：《通史之重要与中国通史之鸟瞰》，《天籁》第２６卷（１９３７）第１期。

蔡尚思：《中国历史研究新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０年版，第２８－４５页。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中，多样化局面基本保持着。１９５６年后，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分期法逐渐取代其他理论，成为惟一的标
准。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写道：
“我国历史已经经过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占有制
社会①、封建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今天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②。这种表述③自此成为
一般范式，作为各级历史教育和研究的指导方针。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教材编辑室，在
教材建设上以一纲一本为主导，全国使用统一的大
纲和统编教材。④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国家
教材多样化改革的推行，这种局面才有所调整。即
便如此，在纲目的设定上，至今仍延续了这种格局。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以郭沫若等为代

表的战国封建说成为官方的主流标准，其他各派虽
然也存在，但只是非主流的学术观点⑤。该说认
为，中国社会在经原始社会后，至商代进入奴隶社
会，到战国时进入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进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过长
的问题，在封建社会内部又分为五个时段，即战国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
清。在主流官方标准的确立中，毛泽东的看法起到
了决定作用。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９）和《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中对中国历史和
社会的相关论述，成为建国后研究中国历史和确定
分期的权威。
对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因为在马克思恩格

斯的理论中并没有明确的范例可用，也无法用共产
主义社会来概括。在这样的形势下，部分马克思主
义者便根据列宁在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报告中对中国

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的说法，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
界定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种观点也因得到毛
泽东的支持而逐渐成为定论。同时借用传统分法
的习惯，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近代和
现代，并分别用不同的标题概括。前者从１８４０年
的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
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史则从五四运动
开始，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其中现代史的范围在１９７８年的高级
中学历史大纲中延伸到１９７７年，分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１９４９－１９７７）两个时期。⑥ 不过在１９８８年
的大纲中，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再次发生变化，近
代下延到 １９４９ 年；现代史则从 １９４９ 年开始。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
端，从那时起，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⑦１９９２年
以后的大纲沿用了这种分法。这种分法实际是社
会形态论和四分论的混合体系。主要表现在前面
用社会形态理论，分别表述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

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则侧重于
政治角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灵活运用与发展。

第三，讨论重心转到中国封建制度的起源、亚
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史分期⑧等具
体问题。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关注的重
点在于用什么样的体系划分中国历史，建国后的焦
点不再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期，而是如何分期，其
中既包括各历史阶段之间的大分期，也包括每个历
史阶段内部的小分期。诚如翦伯赞所说：“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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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从１９５６年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来看，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何时开始，并没有一致的表述。初级中学的大纲中指出奴
隶制始于商代，而在高级中学大纲中则从夏开始。分别见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
学大纲汇编》（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６、１９７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１９５页。

后来各版大纲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部分上有所改变，大都删掉。

王宏志：《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不断改革中前进》，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改革之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５７－４６５页。

不少学者的观点有所变化，如郭沫若、范文澜等。前者曾修正自己关于奴隶制下限的认识，后者则在封建社会的
内部分期方面有调整。参见：《郭沫若全集》史学编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页；范文澜：《关
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２５页、第４０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３５２页。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２０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５２１页。

历史研究编辑部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



史学家肯定人类所经历过的社会发展的各种形态

或各个历史阶段，同样是在中国存在过的。在中国
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而且在外国资
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
济中也自发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果没有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历史，也会缓慢地走向
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
题中碰到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历史形态或历史
阶段在中国史上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而是这些历
史形态或历史阶段的起讫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
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和条件问题”①。

三、两次转型特点的异同及启示

从中国传统以王朝为单位的编纂模式到近代

西方线性进步三分法，再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
分期，这就是晚清以来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分期
方面的大致历程。这两次转型为近现代中国知识
阶层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视角，无论
对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还是学科建设，其积极作用
都是巨大的。作为中国史学近代历程的重要内容，
这两次转型表现出的一些特点还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从汲取理论的方式上看，都是间接引入，

并非直接取自原典。第一次转型是经日本输入的，
是日本化了的分期理论。后来虽转向欧美，也有细
微差别，但基本没有变化。日本从西方引进的是当
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强调史学在构建民族
国家中的作用，因而将民族、疆域、文化作为分期重
点，而将政治作为贯穿主线。日本学者根据西方的
三分理论，多把中国史分成四段甚至五段。李泰棻
曾评论说：“西洋多三分，日本人多四分”②。这种
特点决定了第一次转型期后中国历史编纂分期的

基本思路，也决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第
二次转型则是经苏联输入的，接受的是苏联化了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尽管中国学界最早从日
本而非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后来应用的许多术语
也是从日语引介过来的。其主要依据是列宁、斯大
林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的认识，尤其是１９３８
年的《联共布党史》关于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论述。
马克思曾经提出，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种形态。但
是，他并没有阐明这几种方式的具体关系，尤其是
亚细亚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平行还是递进的，是
必须经过还是可以超越的。斯大林等在理解上基
本上认为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都要经过，强调人类
社会由低到高的普遍规律性演进。这种认识被中
国史学界所接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达到顶峰。苏联史学界关于历史分
期问题的讨论则成为中国史学界分期讨论的重要

参照系③。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出现了一定的变
化与调整，逐渐转到从马恩原典理论中寻求依据，
注重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特性，注重一般和特殊的
结合。关注的重点也由原来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等，转向了生产力的决
定作用，尤其是技术水平等，在分期实践上也出现
了一些新的变化。不过，总体上仍没有超越五种社
会形态的思路。
虽然在引入理论的应用上有机械模仿的特点，

但也并非没有批判性的发展。西方的三分法一直
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也出现过思路完全不同的分
期尝试。此外，在处理晚清以来的历史上，则表现
出了较大的灵活性，在近代的基础上加上了现代。
在马克思主义的转型中，也有所调整。一方面，确
立了五种社会形态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借用了三
分的思路，在总体上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
代三大块。上古与中古合并为古代，中古也多被封
建社会取代。此外，还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把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两个时期。总体而言，是一种综合。
第二，具体含义不同。在第一次转型中，虽然

西式分期在史学界成为普遍趋势，但整体而言，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历史分期在整体上并没有绝对
化。受当时欧美新兴的科学进化论、文化史、新史
学等强调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连续性等理

论影响，大多数历史分期只是形式上的。诚如大多
数学者所言，这种分法只是为了教学或者撰述方
便，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
的、人为割裂历史的无奈之举。既没有形成一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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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格式，也没有一元的解释，而呈现出多元化、多
样性的特点①。一是不按四分或五分，有些人按照
历史发展的特征划分，有些人则不分期；一是即便
按照四分或五分，侧重点或依据等也不一样，如政
治，民族交往或冲突，国家发展，思想文化，经济制
度，社会形态等；一是虽然有官方的指定大纲及规
定的分期，在不同作者编写的审定教材中，具体理
解和运用也不一样；如金兆梓的《新中学教科书初
级本国历史》、《新本中国史》虽然采用了四分法，但
在断限上则将中古下限定在宋统一，宋到清末为近
世史②。可以说，这种借用更多是形式上的，西方
三分法固有的价值判断并没有体现，如鲜有将中古
黑暗化的说法。历史分期中反映的基本是学术观
点上的差异，随社会史论战兴起，传统三分或四分
法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分法并存，各派各说有较多
学术争论，亦有不少专论③。
第二个转型则有很大不同。虽然也分为很多

派，争论也很激烈，但是在前提一致基础上的分歧，
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争论各派对历史发展的五
阶段论并无异议，争论的是如何分。在这里，分期
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绝对的意义。它不但
成为判断历史、预示未来的依据，而且成为意识形
态判别的重要内容。在教育领域，官方的意见成为
惟一的标准，呈现出一纲一本，全国齐一的局面。
历史分期设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成为官方意
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体现了学术观点上的
差异，而且对从业者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受西方民族主义的
影响，史学在第一次转型中更多地担当了民族建构
的角色，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主要内容。陈毅在
翻译《支那史要》时说：“史学者，国民之龟鉴，爱国
心之根源也。今日泰西诸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
论者以为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④。通过运用西方的
历史分期标准，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
史的轨道中去。“不是将世界事实，牵附到中国，乃
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把世界历史，范
围中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以中
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
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⑤另一方面，可以证明中
国能够像西方建立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
“世界之中国”。在这一点上，尽管切入角度不一
样，但目标是一致的。达成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
兴是一贯宗旨。
在第二次转型中，除了继续坚持民族独立的目

标外，还强调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相
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是不断发
展、不断进步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
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
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而且
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⑥。通过应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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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分期，中国历史要展示的是人类共同的规律。
它不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典型
性，负有重要的使命。当然，这种强调普世性的特
点也是与当时中国和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

理论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分不开的。
虽然二者的差异较大，但在整体的发展过程中

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性。
首先，这些转型是与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大

背景，尤其是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相适应的，
呼应了时代发展的主题，有一定必然性。第一次转
型适应了中国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需求，第二次转
型则是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

选择。其次，强烈现实需求是推动历史分期转变的
直接动力。无论以日本、欧美为榜样，还是以苏联
为标杆，包括分期在内的史学领域的变化都是从理
论或者经验总结的角度，回答中国该走什么样的路
这个根本问题。自近代以来，这是困扰中国学界的
关键理论问题，曾在不同阶段反复出现。而每一次

关于道路问题的讨论，都伴随着关于历史分期的争
论，至今没有停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层面
的学科建设意义不断凸显，但总体而言，对道路问
题的思索还是最主要因素。这对于认识和理解中
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这两
个转型无论在理论来源上还是在原型上都是从外

部输入的，不是建立在中国历史自身的经验基础之
上的。总体而言，是一种被动的应用和模仿，是对
理论的验证或注解。从致用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其不利一
面还是不容忽视的，突出表现就是机械僵化，生搬
硬套。由于在接受新理论的同时基本否定了传统，
切断了与过去的关系，加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致
使在移植改造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
这也是目前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要重视及

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除
了对以往经验进行反思外，如何将中国传统史学的
经验及精髓融入其中，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孟大虎　侯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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